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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科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不到百年，因而当它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社会时，

显得多有缺失，尤其是人类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使得国家中心范式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成为

非国际化理论而日益受到批评，与其相应的安全理论也日益陷入某种安全困境。不可否认，

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趋结束，表明国际关系理论有待于重构；“9·11”恐怖事件的“意外”

发生及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表明传统的安全理论有待于转变其价值立场与范式。 

 
一  安全再定义 

 
安全问题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人对安全的获得通常可以被理解为下述行为

的努力：避免受到攻击、侵犯、伤害乃至灾难等显在或潜在的危险；消除种种由不确定感、

不稳定感、无保障感等导致的恐惧心理；控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犯罪蔓延、瘟疫传播、毒品

泛滥、移民过度、经济崩溃、环境恶化等现象；努力防止使用武力、扩散武器、种族冲突、

爆发战争，等等。安全问题的广泛性使得人们一方面对它十分重视，如心理学家马斯洛在需

要层次论中把安全视为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后的第一需要， 国际政治学家们则把安全看做是

国际关系发展的核心因素，1甚至把安全比喻为氧气——你可以不注意它，但不能没有它；2

另一方面又对它感到困惑，由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安全困境体验，因而人们对安全会做出

不同的理解与描述，安全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对安全本身的不同界说。 
根据坦利·特里夫（Terry Terriff）的阐述，安全研究学者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学者

认为安全不可定义，安全概念在根本上属于争议性的概念而难以统一，或者说安全是一种给

出性的条件，恰如健康和身份一样不能简单给予其确切涵义，甚至还可以说安全是没有任何

精确意义的“模糊的符号”。3第二类学者认为安全问题太复杂、层次太多而且不同层次的安

全实质完全不同，因而不可统一而论，只能根据不同层次或范围给安全做出不同的定义。第

三类学者则认为安全可以明确地定义，强调安全的内涵看起来尽管模糊，但还是可以在最基

本的层面上做一简约化的理解与描述，如安·贝朗尼（ Ian Bellany）明确认为，安全就是“摆

脱战争的相对自由”，4沃尔佛斯 (Wolfers)则把安全清晰地概括为“获得价值时威胁的不存

                                                 
1 Terry Terriff, Secur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10. 
2 Joseph S.Nye,Jr.,“East Asian Security: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74,No.4,July/August 1995,p.91 
3 Terry Terriff, Security Studies Today, pp.1-3. 
4 Ian Bellany,“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in Barry Buzan,ed., 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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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等。1 
在现实生活中，威胁是一个警戒性很强的词语，它总是被人们关联到生存危险的生命体

验与生死存亡的国家历史中。国际关系理论中威胁涵义也是消极的甚至是恐惧的，因为它总

是被用来揭示国际社会的某种险恶与国家间的某种凶兆。特别是人们一旦对威胁有了消极的

理解后，往往导致应对策略的消极防范乃至对抗而强化危险状态。在安全理论研究中，威胁

除了可用数量关系表达其客观实态外，还可与境遇中行为主体的主观状态关联，这使得安全

问题复杂化。一旦人们把因生存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而导致的受威胁感和内在恐惧

感均纳入安全范畴时，安全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对威胁的过度防范与抗衡恰恰在

现实中会强化威胁的程度，会使人们陷入某种危态对抗的无休止恶性循环的困境中。 
另外，如果我们承认安全只是“威胁的不存在”，就会在现实中寻找威胁并努力消除之，

于是设想的敌人或对手就会成为去不掉的影子，进而使对抗与复仇成为未来资源投入的首要

领域。这时，人们所寻求的“威胁的不存在”变成了无可达成的虚位状态，甚至使危态对抗

代代相传。可见，用“摆脱战争”来定义安全虽十分明确，但过于狭窄；而用“威胁的不存

在”作为安全的最基本概括，虽然揭示出了安全的某些实质在于消解威胁，但过于消极。 
为改变对安全问题的狭义理解，应当分析安全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相关性，揭示安全的本

质意义以建构起广义安全观。 
在全球体系中，任一层次行为体的现实境况均可展示为一个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序列。如

果以生存优化状态为行为体努力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的话，那么生存状态可以标示为四个层

次：优化状态、弱化状态、劣化状态、危险状态。这样，以生存状态来观照安全和体现安全

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使安全的理解更加广义了，并且生存状态的四个层次本身构成了一个有

序的安全梯度。 
通过国际安全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现实可知，人类面临的困境

已不仅仅是关乎生命持存或领土主权持存的军事与政治的安全保障问题，而且是关乎生命质

量持存或主权内人权质量持存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全球体

系中，除了传统的领土安全、主权安全外，新的安全问题诸如环境安全、人权安全、信息安

全、健康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等都被摆上了人类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在新的生存境

况中，安全战略不仅要在安全梯度的底端（危态）进行考虑，更要在安全梯度的顶端（优态）

进行设计与共建。 
从能否很好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来看，着眼于安全梯度顶端的观点即从生存优态的观点

来观照安全，更能反映安全的现实全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这样，对安全本质的理解就

从保障生命存在拓展到了保障生命存在的优化状态的含义，因而是广义的和积极的。而着眼

于安全梯度底端的观点，至少缺乏对人的生存状态总体与长远的观照，不足以充分认识人类

社会面临的诸多传统安全所不能回应的挑战，因而是狭义的和消极的。根据建构主义理论，

对人的生存条件保障的积极理解与努力来说，建构才是生存的意义所在。所以，与其着眼于

对可能有的危态进行设防与对抗，不如着眼于对可能有的优态进行设计与共建更有利于和平

与发展。 
据此，广义安全观的安全定义可描述为：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 
优态是安全指向的对象，表征的是独立身份的行为体的生存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境

况，它是相对于所有行为体层次来说的。把优态作为对象的安全置于发展国际关系的最基本

前提下，就使安全研究的主题从“战争-和平-安全”拓展到“发展-和平-安全”，不仅表明了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econd Edition,Hertfordshire: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16. 
1 Terry Terriff, Security Studies Today,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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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从源起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 1转向了“和平与发展”的思考，而且标示出

了安全所要达到的更广泛深远的价值目标。 
共存是安全获得的条件，表征的是行为体追求安全的整合性与过程性。在全球体系中，

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优

共存，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层次中的自者与他者间的共同努力。所以，生死与共是广

义安全的实质，优态共存才是广义安全的价值目标。 

 
二  广义安全模型 

 
根据广义安全定义，可建构具有四维相交特征的安全模型：第一维是表征安全状态的维

度，变量有：生存优态、生存弱态、生存劣态、生存危态；第二维是表征安全层次的维度，

主要变量有：个体、团体、国家、国际、跨国国体、全球；第三维是表征安全内容的维度，

主要变量有：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第四维是表征安全时间的维度，主要

变量有：过去、现在、未来。它们间构成上百种基本关系，若把关涉行为体的变量分为主观

变量与客观变量，另加时间变量，或再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综合变量

进行分解，则广义安全的时空就更为复杂。 
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来说，广义安全模型具有以下理论特点： 
第一，安全研究涉及的行为体多元化。 
巴雷·布赞按沃尔兹的国际关系结构理论，把安全定格在个人、国家、国际三个层次上，

并认为国家掌握着影响其他两个层次的安全条件，因而国家安全特别地占有中心的地位。2三

层次分析模型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安全研究的视角局限。广义安全观所涉及的行为主体有五个

层次，即个体、团体、国家、国际、全球。个体层次如人的安全，突破了传统主权的限定，

因为“人的安全与人的权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3，在国内与国外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以

生态安全包括环境安全为例，除了环境恶化引发政治不稳定与冲突或引起对主权的侵犯归属

传统安全外，环境恶化（特别是污染和疾病）直接影响人的健康与福利，并因占用不可再生

资源而导致生存关系紧张等，则更多地涉及国家安全以外的其他层次。4再以信息安全为例，

网络恐怖主义诸如个体性或团体性的黑客袭击、病毒散播、机密窃取、网络犯罪等行为成为

信息安全的主要内容，它们的破坏程度与广度往往难以估量。因而在广义安全观或非传统安

全研究应有的视阈里，个体安全、团体安全与全球安全因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的凸显

而被重新提出和重视；同时，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将因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等问

题的凸显而被重新考察和定位。 
第二，安全研究涉及的谱系内容多样化。 
传统安全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主要指国家的武力进攻与防御

的能力以及对他国的军事意图的认知状态；政治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组织、政府系统和给出国

家与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性。”5广义安全研究的内容则拓展到非传统安全领

域，几乎涉及人类生存的一切方面，即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安全，其中经济安全包括

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市场等安全内容；社会安全包括人权安全、跨国犯罪、移民难民、

                                                 
1 坦利·特里夫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源起于对战争本质与战争缔结（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第
一次世界大战等）的理性思考。参见 Terry Terriff, Security Studies Today, p.10。 
2 Barry Buzan, 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econd Edition,1991. 
3 Muthiah Alagappa,ed., Asian Security Order: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36. 
4 Terry Terriff, Security Studies Today, p.118. 
5 Barry Buzan, 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econd Edition,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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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贩毒、走私偷渡等安全内容；文化安全包括信仰安全等内容；生态安全包括太空生态、

全球生态、环境安全等。从环境安全来说，其内容涉及影响人类健康的诸多方面，全球性的

问题有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海洋污染、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疾病传播等；

地方性的污染如汽车废气、工业废水、有毒原料泄漏、水源污染等。 
第三，安全研究涉及的状态指向多层化。 
与生存状态类型相应可标示出安全梯度的排序：安全态——生存优态，即和平与发展有

充分保障，或可描述为：无危险、无威胁、无伤害、无贫困的可持续发展；不完全安全态—

—生存弱态，即和平与发展有基本保障；不安全态——生存劣态，即和平与发展基本保障被

破坏；非常不安全态——生存危态，即和平与发展无保障。安全态的“充分保障”中的限定

词“充分”包括目的、手段、结果三者，其合理性体现着安全与伦理取向的相关性。如果安

全梯度的排序体现结果的合理性，那么目的与手段的合理性则须通过全球共同体的价值秩序

来评价。以经济安全为例，当国际资本成为了国际利益的一部分，国家经济运作的结果可分

为优态、 弱态 、劣态 、危态等不同层次，而对经济运作的目的与手段的评价则有赖于它

与国际经济共同体价值秩序的契合程度。 
第四，安全研究涉及的价值基点多重化。 
广义安全模型的特点有：（1）广义上统一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特别是揭示了非传

统安全的对象及意义在于保障人类共同体的生存优态。（2）统合了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使

安全呈现为一个体现拓扑性质的价值秩序，每个行为体的生存优态互相归属，特别是全球生

存优态的价值获得直接与个体及其他层次的行为体具有价值连通性。1（3）统筹了安全与伦

理的价值设定，以全球共同体的价值秩序为安全的评价基点，进而体现出与危态对抗消极思

维相反的体现优态共建的积极安全思维。可见，传统安全的价值基点主要是国家中心，广义

安全的价值基点拓展为全球中心。当然，在当下特定的历史转型期，不同国家会有一个面向

全球中心的不同方式的“双中心”立场，加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内在相关性，不同国

家也会有一个从传统安全战略面向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二元价值趋向，从而使安全战略的价值

基点多重化。 

 
三  广义安全观的伦理向度 

 
安全与伦理有重要的相关性。面临威胁、遭遇危险、卷入战争时，如何认知和应对无疑

反映着人们的某种伦理取向；陷入环境冲突、种族冲突、文明冲突及非传统安全挑战，如何

处理和解决同样反映着人们的价值立场与伦理向度。也就是说，对安全的理解与对安全措施

的设定本身包含着行为者的道德立场与伦理限定，国际行为体的任何一种对安全问题的决策

都意味着对全球伦理的一种理解与实施。因此，当我们把安全定义为人或行为体的生存优态

时，安全便成了一种反映人的价值水准的伦理关系。 
广义安全观把安全视做人们确保自身生存状态优化的历史性条件，表明安全总是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而改变自身的形式以及与伦理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如果说个体伦理法则所

关联的安全是寻求个体自我保存与社会保存之间的道德张力的话，那么国家伦理法则所关联

的安全则是主权保存与国际社会保存之间的道德张力。但人的存在说到底是一种类的存在，

类性总是使人呈现出对“此在”存在的某种超越性，去建构更大范围的生存共同体，以实现

表征类性、类价值与价值生命。因而类伦理2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整体价值尺度，是对个体伦

理与国家伦理的超越与整合。广义安全观是类伦理的一种价值体现，其具体的标志是安全研

                                                 
1 “连通”是一种无明确边界的拓扑性质，用“价值连通”的概念可完好地表征不同行为体之间在安全问
题上的价值相关、价值归属以及价值还原的性质。 
2 余潇枫：《国际关系伦理学》，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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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全球视野的确立。这种全球视野根植于体现类性发展的“内在复杂与异质的全球化”1现

实和理论之中。 
从现实方面看，全球视野来自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与全球问题的日益严重。经济的全球

化促成各国在相互影响、依赖、渗透、合作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开放性、渗透性的“共变关系”，

但却导致世界面临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

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政治的全球化促成全球社会结构、价值观

念、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形成新的跨国利益共同体与国际干预的强化，但导致国家的独立

自主、安全、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有被国际共同体干预的可能；文化的全球化促

成各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使人们在文化同一性中更重视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兼容并处，但

导致某些发达国家的主导文化与话语霸权对他国的侵入，使消费时代的生活世界充斥着大量

西方的文化产品、文化习俗和文化样式。 
再从生态环境看，全球化还意味着到 2100 年，全球的表面温度将以上一个冰川期结束

以来最快的速度增加 1.4 摄氏度至 5.8 摄氏度；海平面将升高 9 厘米至 88 厘米，由此会覆盖

许多低海岸地区；人类将面临健康、食物安全、经济行为、水资源、疾病和地球物理构造等

方面的种种危险而遭受苦难。2而且“按照现在世界人口、工业、污染、食物与资源耗费的

增长趋势不变的话，我们这个星球的生长极限将在下一个百年达到”。3因此，全球化的现实

说明，需要用全球视野“对全球化过程的本身进行设计和定位”4，“对传统的局限于种族、

宗教、社会和政治的身份进行超越（选择性身份重于出生性身份、世界性身份重于地区性身

份）和重新达成”。5 
从理论方面看，学者们对人类自性的认识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滞后”与“非国际化”

批评促进了全球视野的建立。这主要体现在全球主义（ globalism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女性主义（feminism）、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人道主义（humanism）以及自由主义（liberalism）

的理论阐述中。6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所有全球主义者都不同程度

地受到了马克思著作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全球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说马克思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方法为全球思维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视角。”7 
新近以来，学者们提出了种种有建设性的理论范畴，如用体现“全人类性”的类哲学揭

示人的现代化的全球特征；8用世界政治及全球政治的视角分析国际问题，以图超越传统的

国际政治的局限；9用耐人寻味的“关系国际”范畴，10对国际关系进行颠覆，以解构传统范

畴的价值立场与视角；用全球关系11替代传统的国家关系；用体现国际秩序的主体政治学12取

                                                 
1 Axel Hulsemeyer, Globaliz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Ltd.,2003,p.58. 
2 Teresa Brennan, Globalization and Its Terrors, New York: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2003,p.xvii. 
3 Donnella H.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W.W.Norton,1987,pp.23-24. 
4 Jacaues Baudot, Building a World Community:Globalzation and the Common Good,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p.11. 
5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Globalization/Anti-Globalization, 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 pp.91-92. 
6 Carol A.Breckenrldge,Homl k.Bhabha,Sheldon Pollock and Dipesh Chakrabarty, Cosmopolitanis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13. 
7 Paul R.Viotti and Mark V.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7,p.401. 
8 Gao Qinghai and Yu Xiaofeng,“‘Species Philosophy’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Ma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XXII,No.1,Spring 2001,pp.97-108. 
9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uster,1996. 
10 Christine Sylverster,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20-21. 
11 Gillian You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Global Age:A Conceptual Challenge,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p.1-10 
12 Jenny Edkins, Poststructu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p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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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传统的主权政治学；用全球共同安全（global collective security）1替代传统的各类安全设

计；用生态政治2超越主权政治，或用生态的绿色思维3取代国家的边界思维，或强调参与全

球治理的世界公民4及世界公民社会5或全球社区6的重大意义，等等。创立复合相互依赖理论

的罗伯特·基欧汉指出，研究领域的名称应从“国际关系”转换到“世界政治”，因为国际

关系的语言太容易使我们倒退到以国家为中心的假设上。7 
总之，20 世纪人们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努力使“和平价值至上”的理念日益成为世

界主流；21 世纪人们追求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使“人的安全至上”的理念正在成

为国际主导。面对非传统安全挑战，以国家中心论为基础的传统安全观显得过于狭窄，以全

球中心论为基础的安全理论被时代所呼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国家主权只有真正保障了主权

内的人权时，安全才有其价值着落点；同样，国家安全只有真正落实到人的安全时，才能实

现其本质的意义。全球化的进程提升了人们对安全与人的生存状态及伦理取向的相关性认

识，因而保障全球生存优态的广义安全观应运而生实属历史的必然。 

 
四  广义安全的“优态共存”范式 

 
以全球为价值基点探讨安全与伦理的相关性，不难发现“安全-伦理”状态可分为四种：

你安全就是我不安全；你不安全我才安全；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你安全我才安全。前两种

呈现的是传统国家中心主义下的危态对抗范式，或称为共危范式、共劣范式；第三种呈现的

是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可称为共弱范式；第四种呈现的则是广义安全观所强调的优态共

存范式，可称为共优范式。限于篇幅，这里将着重讨论优态共存的共优范式的类伦理性质与

对非传统安全战略定位的意义。 
类伦理是一种以人类共同体为整体价值尺度的道德理性，是依照人的类本性、类生活、

类价值的要求所确立的人类活动的终极准则。类伦理在人、社会、国家、国际、全球的类关

系上蕴涵着人的全部交互关系的整体性统一；在人、社会、国家、国际、全球的发展过程上

体现为历史的否定性超越；在人、社会、国家、国际、全球的类活动上达成跨国界、超种族

的丰富性和谐。共优范式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类伦理精神。支撑共优范式的国际伦理的理性法

则是：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 
第一，国际社会是一处共有的社会，它既是一个地缘上的资源共有社会，也是一个人作

为类存在上的价值共有社会。前者表征人类社会的共时态特征，后者表征人类社会的正义不

可分性的特征。因而，社会共识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基本价值前提。 
第二，权利共享表达了人类理性精神处理人类自身事务的基本价值取向，它是正义性基

础上平等性的确立。联合国的实践证明，权利共享既是国际伦理精神的弘扬，也是一种正义

加平等的现实国际机制的创设与实现。 
第三，和平共处是人类安全的历史祈求，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平共

处意味着个人与国家权利的切实保障有其必然的条件，意味着非传统安全的战略以和平为起

                                                 
1 Richard Rosecrcance, The New Great Power Coalition, 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3,p.365. 
2 Jacqueline Vaughn Switzer, Environmental Politics:Domestic and Global Dimensions, Fourth 
Edition,Florence:Thomson Learing,Inc.,2004. 
3 Jill Steans and Lloyd Pettifor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erspectives and Themes,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p.179. 
4 Derek Heater, World Citizenship, New York:Continuum Press,2002,p.3. 
5 Mary Kaldor, Global Civil Society: An Answer to W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pp.1-14. 
6 Akira Iriye, Global Community: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157. 
7 ［美］罗伯特·基欧汉：《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世界政治理论与“恐惧的自由主义”》，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2003 年第 7 期，第 56～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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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第四，价值共创是国际社会伦理正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共优范式战略意义的根本体现。

价值共创的最基本行动是行为体对自身责任的承担，是行为体对全球优态与人的安全的价值

优先的承诺。 
四条理性法则构成了国际关系伦理的有序整体：社会共有是价值共创的理念前提，权利

共享是价值共创的物质前提，和平共处是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而价值共创在整合前三者的

基础上，把人类发展的目标提升到应有的境界。 
非传统安全战略的定位只有确立在共优范式上才有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因为，在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中，共优范式具有其特定的价值优先性。它体现的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黄金法则”（golden rule）的诉求，也是整合目的、手段与结果的

国际行为的伦理判据。1我们不能否认，全球生存优态是全球体系中各行为体生存优态的前

提，而人的生存优态又是全球生存优态的最终价值的旨归。与此相应，国家的生存优态只有

在全球共优中才能真正实现，并且对非传统安全来说，要在和平基础上求发展，只有互惠互

利、共存共创的共优才能确保国家利益真正的获得与可持续。所以，在类伦理视阈中的优态

共存为我们真正认识非传统安全的现实境况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尺度与坐标，也为我们指导国

际行为体共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与自觉意识。 
共优范式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战略基点，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在全球体系中建立多边与超

边2的安全机制。体现共优范式的多边安全机制在现实中已有局部的创造与运用，如东南亚

区域论坛、4 国（朝鲜、韩国、中国、美国）对话、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亚太安全合作

会议、东北亚合作论坛等。3,  
体现共优范式的超边安全机制的主要范例是联合国、制度化优先（ prior 

institutionalization）4的欧盟以及人们正在探索的各种全球治理机构等。超边的含义是指超越

主权限制、让国界相对消失或者在主权让渡基础上进行共同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制度化的互动

关系。换言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超边治理意味着要建构一种主权让渡式的协调体系，进行

超国家的治理，以体现全球化时代全球联动的本质与趋势。 
当然，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相对

获益与相对权力地位的考虑，也不能否认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有时甚至远远超过传统安全的威

胁。但作为非传统安全的战略设计，定位在广义安全观的优态共存范式上，有其无可比拟的

理论与现实的意义。中国对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合作式回应（cooperative 
response），5就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对非传统安全的经济安全体现优态共存战略的历史性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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